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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往今来,学者们对桑弘羊本人及其经济思想褒贬不一.争议的根源在于对桑弘羊所处时代汉帝国

的主要矛盾与任务认识不同.汉帝国的当务之急是由富国变为强国,桑弘羊的主要任务是筹措强国所需的资

金,他用一系列新政策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艰巨任务.其政策背后展现出的经济思想包括:国家垄断部分工商

行业增加财政收入理论、政府干预缩小贫富差距理论、国家商业与私人商业互补理论、政府如何国有化私人产业

理论等.这些创新性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不断发展,表明其经济思想强大的历史连续性,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优秀遗产,有利于启发后人解读今天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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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两汉４００年间,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有３人,即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司马迁是道家(黄老学

派)的代表,桑弘羊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班固是“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代言人.他们所处历史时期不

同,面对经济任务不同,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从而理论观点也不同,本文只议桑弘羊.
近世学者研究桑弘羊及其经济思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其一是桑弘羊作为载誉史册的财政专家或理财家,对于汉帝国的贡献.吴慧认为汉武帝一代的

“文治武功”,是以盐铁、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这些有改革意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为物质基础的,而这

要归功于桑弘羊在财政上做了精密安排和打算[１](P３９１);赵靖也认为从国家财政角度看,桑弘羊是成功

的[２](P６５０－６５１);胡寄窗指出汉武帝统治前２０年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文景以来的积蓄,后２０多年的统治

若没有桑弘羊的财政支持,其结果会前功尽弃[３](P７５).其二,桑弘羊各种“官山海”政策实践的深远意

义.胡寄窗积极评价了桑弘羊主导的各项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在当时都获得了一些成绩,并给以后

各个时期的封建财政经济树立了某些范例.如掌握了他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李悝的平粜政策,对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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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内的封建财政即得之过半矣”[３](P１０５).晋文则阐述了桑弘羊的理财开了中国古代禁榷政策的

先河,后世的禁榷制度实际都与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桑弘羊是工商官营垄断政策的先行者.后世

禁榷的名目越来越多,在形式上都可谓是桑弘羊理财的不同翻版,但其具体操作上有某些变化[４].何

平详细讨论了桑弘羊的铸币垄断权思想,如何左右中国传统时期铜铸币发行和流通的基本方向[５].
傅筑夫则明确指出桑弘羊负责推行的禁榷制度,不仅在当时给了商品经济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由于

它在财政上的成功,给后世历代王朝解决财政困难树立了一个样板,一直为历代王朝所踵行,并不断

扩大规模和范围,导致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道路被堵死,资本主义因素就没有壮大的可能性

了[６](P２１７－２１８).最后是关于桑弘羊经济思想与古代西方经济思想及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例
如程霖等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

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桑弘羊重视商业思想在管理国家经济和丰实

政府财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主张以国有专营来抑制兼并、调和贫富,从此也确立了官营工商业政策在

古代中国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７].魏悦和魏忠分析了桑弘羊和法国柯尔培尔重商理论的相通

之处和各自特色.认为二者思想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

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彰显的时代精神[８].Bertram 则试图将桑弘羊

在«盐铁论»中关于公共财政、垄断、货币等方面的思想与古希腊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Ⅱ»
中相应思想进行比较,他认为主要的差异源于各国经济完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权力集中在朝廷的庞

大帝国,另一个是多个国家的竞争,而这种差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一直持续到现在继续产生

影响[９].
上述研究基本厘清了桑弘羊在位期间实施的重大经济政策及其对汉帝国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尝

试从经济史实中概述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并对这些思想在当时以及当今的作用进行评价,总体来说较

为详尽,但是这些研究仍然难以回答为什么对于桑弘羊个人以及其经济思想评价的巨大差异.没有

任何理论是适用于四海八荒的,理论来自实践,是对实践的呼应.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回到桑弘羊所处

时点重新思考其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桑弘羊担负的主要任务是

什么? 他是怎样完成任务的? 为完成任务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解

和评价桑弘羊经济思想的基础,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本文将依次回答上述问题,进而讨论总

结其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解除内忧外患,维护国家安全

西汉初年,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经济恢复和稳定国家政权.汉高祖和吕后主政时期主导的经济思

想是无为而治:“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１０](P４１２).汉文帝

和汉景帝继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成就斐然.国家从立国初年“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

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１０](P１４１７).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

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１０](P１４２０).普通的民众从“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

食,死者过半”[１１](P１１２７),到“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

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１０](P１８２０).７０多年经济恢复使汉帝国完成了国富民富的任务,成为中

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其后汉武帝将汉朝推上顶峰的物质基础.国家的首要

任务开始转换,对内统一和防范外在安全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是帝国内部面临诸侯王夺权威胁.政府无为而治下,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经济差异扩大,

有些封国因资源禀赋或政策而变得富足,进而累积财富,招纳流民,演变为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体制

外势力,试图与中央政权博弈,帝国中央集权的统治面临着威胁.汉文帝时期,先后爆发济北王刘兴

居(公元前１７７年)、淮南王刘长(公元前１７４年)二王叛乱;汉景帝时期有著名的“七王之乱”(公元前

１５４年);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公元前１２２年)和江都王刘建(公元前１２１年)先后

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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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帝国面临外部威胁,包括源于帝国南部和北部的安全威胁,尤以北方匈奴为甚.来自匈奴

的威胁自汉立国之前就存在,“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

余万.”“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

云”[１０](P２８９０).到西汉初年,匈奴形成了从东北、北方和西北对汉朝包围的战略态势.自汉高祖公元前

２００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后,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加送财物的绥靖政策.即使如此,匈奴方经

常破坏盟约,时时侵犯北方郡县,抢夺财物.文帝时期汉匈之间几乎每１０年１次大的冲突(公元前

１７７、公元前１６６年和公元前１５８年);景帝时期虽无大的战争,但１０年内有３次“小入塞”(公元前１４９
年、公元前１４４年和公元前１４２年).西汉政权不仅颜面受辱,边境各族人民也深受战争蹂躏.如桑

弘羊在«盐铁论西域»所言:“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

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１２](P４６４).因此,汉文帝也曾北上亲征,但由于内部谋反而功不成.“其三年五

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
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１０](P２８９５).

汉武帝继任之后的治国策略是先内后外,随着“推恩令”的成功实施(公元前１２７年),彻底削弱了

分封诸侯王势力,基本完成了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帝国内部政权统治的直接危机解决了.强

国,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进而恢复、巩固、扩展疆域版图,解除外部威胁并实现民族统一上升为第一

任务.

三、财政面临的新任务———为对匈奴作战、国家强大筹措资金

随着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富国转为强国,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者担负的主要任务也发生变化:为
对外(主要是匈奴)作战,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建立强大的国家,为长远的国富民强提供保证.彼时汉

武帝虽然继承了丰厚的家业,但其财力也不足以支撑因主要任务变化而迅速增长的政府支出,支出增

加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１．军工武治.汉武帝强国的策略是先内后外,对外方面则是先南后北.汉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
年),闽越举兵围东瓯,汉武帝出兵援助东瓯国,不战而胜.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汉中央政府又应

南越国请求攻打闵越,以对方投降告终.这两次战争意义重大,汉武帝小试牛刀掌握了兵权,基本稳

定了南方,开始全力对付北方的匈奴.汉武帝在位的５４年里,４４年的时间在对匈作战,有７次大规

模的战争① .“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１０](P１４２１).７次战争可以分前后两个阶段:公元

前１３３年至公元前１１９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对匈奴进行３次大规模战争,汉朝消灭了

匈奴的主要有生力量,匈奴北徙漠北,匈奴帝国从此逐渐走向衰亡,匈奴威胁基本解除.公元前１０３
年至公元前９０年是战争的第二阶段,期间４战,汉军３败１平,匈奴得以重新掌控漠北,战争暂告一

段落.汉匈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后,汉武帝转向其他方向开拓疆域,其成果包括:在西南(夷)设犍为

郡等７郡② (公元前１１１年—公元前１０９年);在南越设南海等９郡③ (公元前１１０年);在东北灭卫满

朝鲜,设汉４郡④ (公元前１０８年);公元前１２１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列四郡(以匈奴休屠王故地置河西

四郡⑤ ),据两关(玉门关和阳关)”,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公元前１０４年和公元前１０２年两次出征

大宛,西域诸国向西汉臣服.汉武帝经过数十年的南征北战以后,汉帝国版图空前庞大,“东抵日本

海、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

海”[１３](P１３－１４).
战争的成本高昂,不仅仅包括人员俸禄口粮、武器马匹等直接军事物资的供给,还包括各种军事

工程的建造、军功赏赐、俘虏内迁安置、移民实边等,无一不花费巨大.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无法确

切统计战争的花费,仅从«史记平准书»的记载中窥知其大者:
元朔五年(公元前１２４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

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

与焉”[１０](P１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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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

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１０](P１４２４).
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

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１０](P１４２８).

２．河工赈灾类公共支出.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频发,与此相关的黄河治理、赈灾和水利等支出

庞大.例如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持续数十年,农业年年歉收,梁楚两地最严重.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１０](P１４２４).
最后汉武帝亲临决口,举全国之力,发卒数万人才完全堵上决口.汉武帝时期为农业以及水运修

建的水利设施也非常多.«汉书沟洫志»所载汉武帝时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名字的大工程就有６
个⑥ ,没有具体名字的“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每每穿渠必“作者数万人费亦各巨万十

数”[１０](P１４２５).
赈灾(荒政)花费更甚.两汉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严重期,在这一时期涝灾、旱灾、蝗灾、冰雹、

疫灾、地震等灾害呈现出多发、频发、群发的趋势.仅据«汉书武帝纪»和«汉书五行志»统计,武帝

时期一共发生２５次自然灾害,其中以水灾、旱灾和蝗灾为甚.按年均算灾害频率可能不是最高,但造

成的损失却非常大,水灾尤其是黄河决口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例如,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
“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１１](P１５８).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

海.夏五月,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１１](P１６３).元鼎二年(公元前１１５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
东饿死者以千数”[１１](P１８２).汉武帝时期针对灾害的救济手段很多,包括:(１)虚郡国仓廥以赈贫民;
(２)犹不足,则募豪富人相贷假;(３)尚不能相救,则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４)山林

池泽之饶与民共之;(５)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６)吏民有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仅第三

项一次移民(公元前１１９年)“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

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１０](P１４２５).

３．巡游封禅以及修造豪华宫室等支出.汉武帝前后共８次巡幸、封禅泰山⑦ .“而天下郡国皆豫

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１０](P１４３８).长安昆明池的修建本是为了

军事的需要,却转换成了大修宫室之起点.“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

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

丽”[１０](P１４３６).«汉书杨雄传»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
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１１](P３５４１).

我们今天无法准确估量汉武帝时期财政收入的具体数据以及财政赤字的占比,仅以“巨万”“万
金”作为财富的巨大数量标准检索整本«史记»,“巨万”共计２５处,其中８处是记汉武帝时期军事或河

工的支出;“万金”共计８处,其中３处是记汉武帝时期军事支出的.而且史书中随处可见对当时财政

压力描述,“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耗,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１０](P１４２２).“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
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１０](P１４２５).财政应为国家的中心

工作服务,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当时第一要务.汉武帝更是明确指出:“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
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

九千级,留蹛无所食”[１０](P１４２２).说明传统的、既有的增收方法无法应对支出,迫切希望有创新性方法

为国家筹集资金.

四、完成任务的新思路———正视商业领域的大量财富,直接从商业获取财富

传统财政增收思路主要是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税收,即田租和人头税.自汉文帝(公元前１６７年)
实施税率三十税一以来,西汉一朝法定田赋一直维持在三十税一(有些年份取消了田赋).在传统的

重农思想主导下,政府并不主张直接从农业增加收入,因此西汉田赋并不重,可以说是轻赋政策,但人

头税即口赋很重.其他增收手段,不外乎原有的传统应急手段:捐纳捐输,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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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百姓主动捐献;甚至汉武帝自己带领皇室减少开支等.但是这些收入,相对于上述庞大的战争以

及其他公共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国家经济政策需要变革.“言利事析秋豪”[１０](P１４２８)的民间大盐铁商人东郭

咸阳和孔仅、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再加上酷吏张汤等被纳入政府财政系统,形成一个围绕汉武帝的、
能筹划财政经济问题的群体,开始创造性实施新的经济政策,为汉武帝的强国事业提供资金和物资保

障.桑弘羊尤为突出,他的一生与汉武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武帝(公元前１５６年—公元前８７
年)１６岁登基,桑弘羊(公元前１５２年—公元前８０年)１３岁就伴随汉武帝,先是在内廷协助,后走到外

廷任职,内外廷兼顾.他经历了汉武帝在位５４年间重要的经济、军事决策和实践.汉武帝曾在１０年

内罢免或处死５任大农令,但桑弘羊领大农令主管帝国财政长达２３年,汉武帝之后仍以顾命大臣身

份,辅佐汉昭帝,继续掌管国家经济大权,可见桑弘羊的能力与当时汉帝国需求之间的契合.“给事毂

之下,至卿相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１２](P２０３).桑弘羊是汉武帝雄才大略的财政支持者,
同时也实现了他自己的人生抱负.

自元狩三年(公元前１２０年)起,西汉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⑧ :盐铁酒币官营、算缗、
告缗、平准均输、公田官营、移民屯田戍边等.这些措施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直接目标,从这一角度

而言,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

农”[１２](P１６６).
作为中国经济史上杰出的财政专家之一,桑弘羊思想(政策)的出发点是“强本抑末”:在财权方面

强本(保护农业农民),抑末(打击私人垄断货币盐铁等);达到在政治领域的强本(中央集权、统一),抑
末(地方势力、分裂)的最终目标.基于上述原则,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另辟蹊径的这些政策创新之

处在于:
第一,国家开始正视商业⑨ 领域的大量财富,突破半鄙薄半忌惮商业的心态,转为直接从商业领

域获取财富.国家财政收入源泉从传统的农业和农民转向本末并重,从单一农业生产领域转向手工

业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并重.“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１２](P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财

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从根本上来说是权衡之下的重农,面对财政重压仍对农业实行轻赋政策,保护农

民的积极性,进而保证农业生产.
第二,对于政府如何从商业(末业)获得财政收入,桑弘羊沿袭管仲“官山海”的思路,进行系统化

的扩展.政府直接参与部分行业经营,将部分暴利行业纳入国家财政,即盐铁酒和货币铸造发行的直

接垄断、政府官营商业参与市场竞争(平准均输)、公田官营、边疆屯田等.政府在这些行业不同程度

的参与,使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虽有弊端,但事实上也做到了“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

并利,上下俱足”[１２](P１６５).

五、桑弘羊增加财政收入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一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我们无法否认桑弘羊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任务———提供了强国的资金.积

极的财政政策带来巨大财政收入,保障国家完成了新任务:取得对匈奴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为汉元帝

时期终结汉匈百年大战奠定基础),结束被动和亲时时遭侵袭的屈辱时代,外部威胁基本解除,维护了

国家安全;对西方、东北、东南、西南战争的胜利,使得帝国边疆扩大,确立了新的国家版图,勾勒出此

后２０００多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同时疆域的扩大打通了中西商路,促进多民族融合,形成汉民族

的基础,奠定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雏形;黄河治理以及系列水利设施的修建等体现了强大的国家治理

能力;国有垄断将暴利行业纳入政府,富可敌国的商人消失,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

割据势力“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总而言之,伴随

这些任务的完成,汉帝国由富国变为强国,成就汉武帝“雄才大略帝王”和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金
色时代”的名号.

只要承认汉帝国及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必须承认桑弘羊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财政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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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地位和他对汉武帝时期的强盛所起的作用.因此从解决矛盾的关键点来说,桑弘羊非常好地

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重任,他从实践得来的经济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无疑是适宜的,基于此,我们对他

的总体评价应该是积极和正面的.事实上,从历史长期角度来看,桑弘羊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和思

路,不仅仅为汉武帝的事业提供了支持,被誉为后世理财者之师;在实践中涌现出的问题与讨论,更是

为汉武帝时期及其后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是今天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基

础之一.
(一)桑弘羊开创的从商业领域开辟政府财源思想被其后的王朝或政府广泛采纳

在中国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或重农抑商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明清各

朝各代仍然坚持以地、丁为主的财政传统.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尽管没有从制度或理论层面,明确合

理化国家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活动并攫取收益行为,但在实践上却一直没有舍弃该政策.各朝具体政

策并不完全一样,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变迁完善.例如唐朝安史之乱时,７５８年第五琦结束长达１７０年

的盐禁开放政策⑩ ,又开启食盐专营;后刘宴完善食盐专营,创立“就场专卖”的国家垄断经营制度,即
“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这种改良的政府垄断经营方式,更有效率,节省了政府开支,扩大了盐

商销路.官营盐业的收入支撑了唐朝政府结束内乱,以及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恢复.北宋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１０６９－１０８５年)中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无一不是从金融流

通和商业中获取政府收入或资金来源.清承明制,食盐专卖实行专商引岸制,包括签商认引、划界

运销、按引征课.盐业收入(包括盐课和盐厘)一直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之一,“逮乎末造,加
价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１４](P３６０６).“中华民国”的政府专卖扩展到盐、烟草、食糖、
火柴 ,其中源于食盐专卖的收入仍然占据主导,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大主要支柱来源之一,在政

府财政收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食盐专卖、盐税及食盐战时附加３项源于食

盐垄断的收入,占总税收比例依次为４２％、２４．８％、４７．１％和５３．５％[１５](P１０７).另外自１９３８年始至

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对部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外销产品实行低价购买的统购统销制度,也是一

种类似于专卖的制度[１５](P１０７).
此类现象在历史上重复再现,意味着其背后的渊源机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即时即地的场景因素

或国家政策,而是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因果关系和深厚的历史根基[１６].桑弘羊开创实践的经济政

策、经济思想在历史上的重复出现,表明其经济思想强大的历史连续性.因而经济史中对于桑弘羊等

一个个历史上具体人物行动、思想的分析和解释,有利于启发后人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实践中寻找、
认识和解读今天的经济学特色理论.

(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优劣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萌芽

桑弘羊主张从商业领域获取财政收入,实践的方法是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经营,他从政府的经济活

动实践中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关于商业以及商业从业者的看法,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私人商业活动之间

关系的观点.汉武帝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自由主义的重商思潮.典型代表如司马迁,认
为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告诉了后人一个道理,即最好的政府对民间生产和商业是放任的,“善
者因之”,最差的政府才“与之争”.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桑弘

羊为代表的官方和民间代表贤良、文学就盐铁币酒官营和平准均输等政府经济活动的利弊与存废进

行激烈辩论.在辩论中,桑弘羊厘清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作用,进而阐述了政府与市场

(私人商业)的互补关系.

１．国家垄断经营部分商业的根本原因是增加财政收入和抑富济贫.桑弘羊认为国家有保障国防

安全、维护国家统一、开拓边疆、建设公共工程以及扶贫赈灾等职责,国家财政应该为上述职能提供资

金支持.在农业财政收入来源有限以及重农的主导思想下,商业应该而且能够成为重要来源.其实

现目标的方式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将暴利性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由国家直接经营.汉武帝时

期盐铁酒是政府直接垄断(垄断经营的具体方式有差异);均输则是官营商业;金融领域统一货币铸造

与发行;加上大量公田官营和屯田,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上述政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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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潜在的巨大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从而将社会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然后以国家的名义进

行分配和再分配.
国营垄断等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不仅仅是直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禁溢羡,厄利

涂”[１２](P５１),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缩小贫富差距.在盐铁铸币三大行业官营之前,民间豪强分享

这三业的暴利.他们挟其巨资显势,招纳流亡民众,垄断盐铁币的生产,成为富倾天下的豪民.例如

临邛卓氏和程郑、南阳孔氏、鲁地曹邴氏、齐地刀间以及诸侯中吴王刘濞等,就是这类独专山海之利的

豪强大家的代表,这些豪民富甲或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
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１１](P１１３７)或者“或蹛财役贫,转
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１０](P１４２５).甚至吴王刘濞因财力丰厚成了七国诸侯叛乱的首领.
因此政府想尽办法,“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

民”[１２](P１６６).这是抑大富、助贫者的主张,是私人商业不具备的功能.事实上有汉一代,汉武帝以及

昭宣二代土地兼并矛盾最为平缓.

２．政府与市场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因为部分商业的专营制度,有学者把桑弘

羊看成是抑商典型,认为政府的这些禁榷制度摧毁了汉代的民间资本,随后直至隋唐中间的几百年时

间,民间资本就是在不断强化的官营国有体系的压迫下不断萎缩了.但事实上,桑弘羊鼓励私人经营

非国家垄断的工商业.他从未提出过反对私人商业,相反他认为商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认
为本末是互补的.“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硗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

衍,少者不独馑”[１２](P３９).经济是一个循环体,各个部门均有自己的功能,商的功能是“通”和“均”,即
财货在不同地区流通流转,达到均衡各地供给与需求的目的.抑制私人商业活动的告缗政策正是桑

弘羊废除的 .应该说短期内,桑弘羊的上述政策确实对当时的民间资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西汉

后期以至东汉,我们从传世文献中依然可以看到大量民间资本所有者的记录.武帝以后的商业,在商

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等性质上有所变化.由于盐铁等官营,盐铁已经不是私人商业中的重要商品了;官
营商业扩展,在商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旧的盐铁商人逐渐衰落下去,代替他们的是适应新情况的大

贩运商人[１７](P４４－４５).这批商人大多数是兴起于元帝、成帝和哀帝之间.例如在四川,“程、卓既衰,至
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在齐地,“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等[１１](P３６９０).也就

是说在国家经营范围之外的商业领域,私人经营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们是共存的.私人商业的发展既

便民、富民,又培养了国家税源.
私营商业还能为国营商业输送人才.例如,政府选用成功的大盐铁商人东郭咸阳和孔仅为管理

盐铁专营的官吏,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遍布全国的各郡国、地方盐铁官员,也多是原来

从事盐铁经营的从业者.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期政府与私人商业的共存互补是有前提的,其时的政策是将守法私商和

非法私商区分开来的.政府控制、打击的是不乐意为国服务、不支持国家财政的私营商业者,而不是

所有的商人.例如,对于“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１０](P１４２５),不积极捐献财

物支持国家的工商业者,采取算缗、告缗政策,政府直接对工商业者收取高额的财产税.汉武帝时期

在经济政策执行中,体现出的政商关系及其相关政策的目标是要使私营商业为国家服务,使国家能控

制商人,能抑制私人商业的不足.这导致在实践中,政府与商人既是合作互补的关系,也是管理与被

管理的关系.
桑弘羊在总结历史与亲身经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儒家和早期法家(如商

鞅)的关于政府与市场(私人工商业)关系的经济理论,他坚信商业可以带来财富,同农业一样是国家

的重要财源.在商业内部,政府经营商业和私人商业各司其职,是互补的.强调在经济活动中的“有
为政府”,对私人商业采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国家直接经营部分重要的产业,鼓励私人商业发展,
同时利用国家权力削减贫富差距,保证私人商业为国家利益服务,这种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中影

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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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营手工业国有化途径———盐铁业国有化中的赎买理论

西汉盐、铁、酒、铸币等政府专营的手工业,在专营之前和其他产业一样由私人经营,政府收税.
例如盐业,根据林剑鸣等学者的分类,西汉中期的产盐区域主要包括东南沿海地区 (海盐)、河东地区

(池盐)、北部边郡 (湖盐、池盐 )和川滇地区 (井盐)[１８](P１１７－１１８).在盐铁官营前,这些私营盐业都非常

发达,国家对他们仅仅征收盐税而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明确规定:“有私盐井煮者,
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 ”.

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盐铁官营政策出台:“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

农佐赋.原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

物”[１０](P１４２９).盐业生产变成私人利用由政府提供主要生产工具“牢盆”,在各盐场生产,产品由政府收

购.铁器生产销售全部由政府控制,“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

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１２](P４００).同时在全国各盐铁产地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非铁产地也设置

铁官,管理旧铁再炼和铁器销售等).“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１０](P１４２９).任用原来的盐铁从业者为主管官吏,负责盐铁生产与销售事

务.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据笔者统计至

少设置了４８处铁官,分布于全国４０个郡;同时设置了３６处盐官 ,分布在全国２７个郡.
从上文可以看出,私营的盐、铁手工业顺利变更为国家专营,武帝时期的铁器专营甚至是全盘的

国有化———官产、官运、官卖.在和平时期,政府是如何实现这种所有制变更的? 私有制的公有化或

国有化途径与方法对中国历史而言,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相关文献也未见记载,好似直接简单收

归了国家所有.变更过程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１０](P１４２９),但最终上述大小盐

铁商人接受了各级盐铁官职的安排,表明事实上对盐铁的“垄断计划”,实际上是由一批盐铁商人来实

施的.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汉武帝将私人的盐铁产业收为国营时,收其产业为国所有,用其人(知识、
才能等)为国谋利,其间必有交易,极可能是给予了补偿的.既将大小盐铁商人的盐铁产业收为国营,
又用他们来管理国营的盐铁事业,这似乎是一种赎买政策.是否如此,因未见于文献的相关记载,不
敢专断,但此事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它不禁使人联想到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对资本主义工商私有制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时的一套措施.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的笔记和谈话,指出“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１９].其

中最主要的是,通过给予资方定息的方式公私合营私人企业,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成为国家的雇员,有
可能资方仍然担当经理人或者管理负责人,但是没有企业实际的所有权,仅仅是利用他们的专业知

识.政府给了他们一个基本生活保证,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能够在经济、文
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认为这种改造的方法应该具有普遍意义[２０](P５８２－５８３).

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对于酒和铸币的专营化,或由私营变为专营则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西汉酒

榷实施１８年 ,官府控制酒的生产和流通,独占酒利,不许私人自由酿酤.铸币的垄断则是先收于各

郡国,汉武帝元鼎４年(公元前１１３年)桑弘羊再收于中央专门机构———上林三官,“而令天下非三官

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１０](P１４３５).所有的原材料必须归于中央政府专门铸

币机构,由唯一的专门机构负责货币的铸造与发行.同期国家经营的商业———均输,则是政府自己建

立的新系统.因此盐铁的国营化方法是独一无二的,盐铁产业涉及私营厂商的资产规模较大,包括盐

井、铁矿山、工具、技术人才等,“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

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１２](P７１).私人所有者同时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孔仅(南阳孔氏)
世代以冶铁为业,在南阳“大鼓铸”,“孔氏连车骑,游于诸侯,以资给之,兼通商贾之利,乃得游闲公子

交名”[１０](P３２７８).孔氏不仅因从事铁生产,在经济上赚得巨额财富,其在政治以及社会地位也较高.因

此其国有化的阻力应该很大,再加上的确存在技术障碍,政府需要同私营工商业者合作,为政府管理

垄断经营换取私人的合作,应该说不失为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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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经济思想.它是在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或者基

本上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情况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２](P１).正如

上述桑弘羊基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主导了各种迅速增加国家财富的政策措施,进行实践,并针对反

对派的意见,结合事实和管(仲)商(鞅)、儒家的理论进行论证反驳,最终精炼成后学看到的通过国家

垄断部分行业增加财政收入理论、政府干预缩小贫富差距理论、国家商业与私人商业互补理论、政府

如何国有化私人产业理论等.这些思想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学科话语权的源泉.
桑弘羊经济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论述,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

的永恒主题,这些产生于汉朝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一直适用.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在新时代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启示:其一是在经

济史中挖掘出长期以来证明有用的理论,探索我们今天特色理论的实践渊源,用经济史实和数据证实

和证伪中国经济学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要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中国经济学原创性

理论,必须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的传统经济思想遗产相结合,不仅仅是总结中国改革

开放４０多年的实践,而是以千年为单位所形成的“长时段”的特色,将中国特色理论与过去近３０００年

的经验链接起来,才能更好地把握经济学学科中国学派的本质.
其二,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早先学术界在评价我们的传统经济理论时,往往秉着一种二元

对立的思维,要么强调其与西方理论的一致性,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相似为荣;要么强调自己的

特殊性,不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相较.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实践不仅有很多可以证明西方理论有用性

或者一致的地方,而且中国的经济实践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很多方面也存在长期悖论(背离),例
如关于政府作用理论,桑弘羊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视政府的经济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其特点之一也是对有为政府作用的重视,这与桑弘羊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实
践上产生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状态,我们应

该探索两者间相符和相背离之处,进而挖掘实践之中呈现的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创新,由此来建构新

的符合实际的经济学理论.

注释:

①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的主要战争的包括:汉元光二年(公元前１３３年)马邑之战;汉元朔二年(公元前１２７年)河南之战;汉元
朔五年(公元前１２４年)至六年漠南之战;汉元狩二年(公元前１２１年)河西之战;汉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漠北之战;汉天汉二年
(公元前９９年)浚稽山之战;汉征和三年(公元前９０年)燕然山之战.

②即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
③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④即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
⑤即酒泉、武威、张掖、敦煌.
⑥漕渠(郑当时)、河东渠(番系)、褒斜道渠(张卬)、龙首渠(庄熊罴)、六辅渠(儿宽)、白渠(白公).
⑦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太初三年(公元前

１０２年)、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年)、太始四年(公元前９３年)、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
⑧这些政策,现有的资料显示并不都是桑弘羊发起,例如盐铁官营(孔仅、咸阳)、告缗(杨可)等,但是据后人和史书对于桑弘羊的

评价,大多把这些政策都归于桑弘羊,例如他同时代的卜式:“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
雨.”另据«汉书张汤传»载:“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汤承上旨,请造白金及五铢
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承上旨意味着建议来自汉武帝的指示(或原则性的指
示),是由中朝决定(或有此倾向性的意见),再由外朝来奏请.吴慧在«桑弘羊研究»中认为盐铁专营等政策都是由桑弘羊建议推行
的.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四卷(下)第１８章(桑弘羊 孔仅 东郭咸阳)中专门强调桑弘羊于上述政策的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盐
铁论»中,桑弘羊以这些政策的代表自居(尤其是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奋力为这些政策辩护.可见,无论是否由他发起,他是同意或
支持的.

⑨中国古代商业或者末业是指商业和手工业,手工业实际上是商业流通的附属,因此本文所言商业包括手工业和商业.
⑩从隋开皇三年(５８３年)至唐肃宗乾元元年(７５８年).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日,根据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实施专卖制度的消费品为６种:盐、糖、烟、酒、火柴、茶叶.但根据实际情

况,１９４２年起最终实行专卖制度商品为盐、糖、烟、火柴４种.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M]．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１４４１.
除了盐之外,其他也有记载,例如赵浴沛．关于汉初的矿产税[N]．光明日报,２００８－０２－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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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先生认为有３５处,吴慧先生认为有３７处,张维华先生则认为有３８处.参见安作璋．桑弘羊[M]．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３８—
３９;吴慧．桑弘羊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１:２８６;张维华．汉史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０:１３６．以上各家统计均依据«汉书»卷
二八«地理志».

始行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９８),废止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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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idtheHanEmpireChangefromaRichCountrytoaPowerfulCountry?
———StudyonSangHongyang′sEconomicThought

ZHAODexin１　TANGYanyan２

(１．SchoolofEconomic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２．Schoolof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４３００７４,China)

Abstract:Throughtheages,scholarshavestudiedandcommentedonSangHongyangandhisecoＧ
nomicthought,withpraise,criticism,andreputation．WebelievethattherootcausesoftheconＧ
troversyliesinth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themaincontradictionsandtasksoftheHanEmpire
inSangHongyang′sera．Transitionfromarichcountrytoapowerfulcountrywastheurgenttask
oftheHanEmpire．SangHongyang′smaintaskwastoraisefundsforapowerfulcountry．HecomＧ
pletedthearduoustasksentrustedtohimbythetimeswithaseriesofnewpolicies．Theeconomic
thoughtsbehindthesepoliciesinclude:thecountrymonopolizingsomeindustriestoincreasefiscal
revenue,government′seconomicinterventiontonarrowthegapbetweentherichandthepoor,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stateＧownedandprivateＧownedsectorsismutuallycomplementary,and
thetheoryofhowthegovernmentnationalizesprivateindustries．TheseinnovativetheorieskeptbeＧ
ingusedinChina′seconomicpracticethroughouttheages,illustratingthestronghistoricalcontinuＧ
ity,whichareexcellentheritage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areconducivetoinspiringfuture
generationstointerprettoday′seconomictheor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SangHongyang;FiscalRevenue;PromisingGovernment;TraditionalEeconomic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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